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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廣告設計業競爭力，首要條件是提升團隊創造力。團隊可透過多元化與幽默

刺激擴散性思考增進團隊創造力。對於團隊多元化與團隊創造力之間關係，許多研究

發生歧異的結果，由於研究結果上的不一致，因此兩者之間存在干擾變數。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探討團隊領導者使用不同幽默類型，干擾團隊多元化與團
隊創造力之關係。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近五年時報廣告金像獎，預計抽取 70 家廣告設計
業，各發放 2個團隊問卷，作為研究樣本，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75個團隊，以驗證性因
素分析與二階階層迴歸分析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發現：1.團隊領導者的自嘲型幽默與社交型幽默能緩和資訊多元化對團隊創
造力的負向影響。 

整理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管理意涵: 1.培養團隊幽默感以整合團隊多元
化的優點；2.拉近團隊領導者與團隊成員間的距離，容許工作中的幽默行為，以提升
團隊創造力；3.原住民族可運用本身幽默感於職場領域。最後提出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詞：團隊多元化、團隊創造力、幽默類型 

 

一、緒論 
為了應付快速變動的外在市場環境與顧客需求，組織逐漸以團隊當成結構運作的

基礎(Nohria, 1991)，對廣告設計團隊而言，提升團隊創造力為當務之急。回顧影響團
隊創造力之相關文獻中，Woodman, Sawyer 與 Griffin(1993)認為將受到團隊組成、團
隊特質、團隊過程的影響；Leonard 與 Swap(1999)則認為除了團隊成員特性外，擴散
思考過程亦為重要影響因素，其中發現幽默感能有效提昇擴散思考與創造力(Alexander, 
Randolph, David, & Nathan, 2003)。 

過去幽默的研究中約分為四大主題，第一為幽默與個體生理狀態之研究；其二為

幽默所引起的正面情緒以潛在影響個體的健康；第三種為將幽默視為調節負面情緒的

變項；第四種主題則是探討幽默的社會性功能；在其前三種主題中，分別發展出許多

幽默相關理論基礎，如優勢理論、心理分析論與失諧理論等；其中第四種領域的幽默

研究較缺乏，未來研究者可朝此方面進行深入研究(Martin, 2004)。其中在管理領域中
的幽默研究中，多將幽默視為解決問題與壓力管理的方法(Lee & Brian, 2005)，並僅將
幽默分為正面、負面與中性幽默(Salas, 2003)，又或者僅測量受測者的幽默程度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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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2003)，因此需以更適切的幽默分類以探討。 

許多學者致力於研究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產出之間關係，然而許多研究卻發生歧異

的結果，部分研究指出，多元化程度高能夠從不同的觀點相互討論，增加更多元的想

法 (Ancona & Caldwell, 1992; Watson, Kumar, & Michaelsen, 1993)，提高團隊創造力；
但亦有研究發現多元化會造成團隊整合上的困難，使降低團隊創造力（O’Reilly, 
Caldwell, & Barnett, 1989 ; Wagner, Pfeffer, & O’Reilly, 1984）；此不ㄧ致的研究結果，
表示兩者之間存在干擾變數。後續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團隊多元化議題可從其他脈絡

變數著手，如團隊運作過程或組織文化 (Williams & O’Reilly, 1998)；此脈絡因素包含
了團隊領導者在團隊多元化與團隊創造力間所扮演的角色，以整合團隊多元化的優勢。 

當團隊領導者使用幽默時，能強化部屬的動機、強化團隊凝聚力、鼓勵多樣化、

反傳統與創意與刺激團隊的創造力(Edgar & Pryor, 2003)，因此將探討各幽默類型的干
擾效果。此外，除了團隊領導者的幽默在團隊多元化與團隊創造力之間所扮演的角色

外，團隊運作歷程亦是影響團隊多元化與團隊創造力的重要因素；Pryor(2003)的研究
支持幽默與創造力的關連性，顯示能運用幽默成為因應機制，發揮幽默的保存自我功

能(May, 1953；轉引自 Martin & Lefcourt, 1983)，從負面的情緒中抽離，且工作場合中
的幽默能促進溝通與刺激團隊創造力(Alexander, Randolph, David, & Nathan, 2003)。因
此，本研究與探討團隊主管之幽默類型是否對團隊多元化與團隊創造力之間有干擾效

果。 

 

二、文獻探討 

(一)、幽默類型 
許多學者根據其研究目的或對幽默的不同觀點以定義幽默。從刺激與反應的觀點

來看，Long 與 Graesser(1988)認為幽默是在無意或有意的情況下，展現幽默行為，使
人有好笑的感覺，並以三個面向切入去解釋幽默感，分別是刺激型態、幽默刺激的企

圖與幽默刺激的反應。若從人格特質的觀點來看，Martin 和 Lefcourt(1983)將幽默感
視為一種能使用幽默因應環境的人格特質。亦有學者指出，應用多向度的觀點看待幽

默，如 Thorson 與 Powell(1993)運用多向度的概念解釋幽默感，包含以下六種成份：
創造幽默的能力、突發奇想的特性、使用幽默達成社交目的的能力、辨識幽默或有趣

事物的能力、幽默理解的能力與幽默因應的能力。 

在實證研究的幽默分類中，許多學者依照不同的分類標準分類幽默；Salas(2003)
以引起個體的情緒反應分為正面(positive)、中性(general)與負面(negative)幽默類型；
其正面幽默類型包含有禮貌的表示不同意見或批評；中性為敘述滑稽或荒繆的軼事；

負面則是指貶抑同事、部屬或上司。Martin(2004)等在溝通類型與幽默功能對主管與部
屬關係之研究中，依幽默相關理論做分類的基準；其中優勢理論意指，當其他人表現

出笨拙或醜陋的行為，此時個體會出現一種比較性的優越感而產生自發性的嘲笑，或

是輕蔑式的笑，因此將此類的幽默類型歸類於負面幽默類型。Lefcourt與 Martin(1986)
指出優越理論僅能解釋攻擊類性或諷刺類型的幽默，並無法解釋鎖有的幽默類型，因

此以心理分析論(relief theory)解釋正面幽默類型，心理分析論認為當個體感受到壓力
時，會使用一種被社會所接受的行為釋放壓力，而此行為即為幽默的展現，而此類性

的幽默通常有兩種功能，分別為降低壓力以及社交的潤滑劑(Morreall, 1991)。另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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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相關的理論為失諧理論，認為「失諧」是產生幽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需運用既

有的知識解決失諧狀態，才會產生幽默的感覺(Suls, 1972)。 

回顧上述幽默的分類，皆為解釋個體為何產生笑或幽默，換言之，是以特定理論

去解釋特定幽默類型，而非以理論分類幽默。且上述實證研究所使用的幽默，僅單純

分為正面、負面與中性幽默，又或者僅測量受測者的幽默程度高低，卻對於衡量與探

討特定幽默類型的使用甚少，因此本研究使用 Martin(2003)等學者對幽默的分類，以
推論各類型幽默對團隊創造力之關係。 

根據上述對幽默分類不足之處，Martin(2003)等回顧過去幽默相關的實證研究，發
現現存的幽默量表，如幽默感量表(sense of humor questionnaire)、幽默反應情境量表
(situational humor response questionnaire)、幽默因應量表(coping humor scale)與多向度
幽默感量表(multidimensional sense of humor scale)等量表，皆著重於測量個體在從事
笑、享受、創造與展現幽默的程度，卻未明確的衡量出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特

定幽默類型；而較能測量出個體使用幽默類型的工具，如 Craik 等(1996)所發展的幽
默行為分類量表(humorous behavior Q-sort deck)，最初設計的理念並非给與受測者自評
的量表，而是給受過訓練的觀察者用以觀察樣本對象所展現出的幽默行為，雖然部分

研究將此量表給予受測者自評，卻產生受測者無法完全瞭解題意的現象。據此

Martin(2003)等學者發展幽默類型量表(humor style questionnaire)，給予受測者自評本
身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幽默類型。 

幽默類型量表以兩個面向區分幽默類型，分別為使用幽默的目的以及幽默內容；

使用幽默的目的分為強化自己與強化與他人的人際關係，其中強化自己用以回應壓力 
(Lefcourt & Martin, 1986)，可視為一種防衛機制，為個體調整內心歷程的幽默功能；
強化人際關係目的著重於社會功能，用以降低衝突、提升個人吸引力、強化團隊凝聚

力與創造輕鬆愉快的氛圍(Martineau, 1972；轉引自Martin, 2003)。另一分類構面為幽
默的內容，將之分為友善與傷害性的幽默內容。根據上述兩構面形成2x2的四種幽默類
型，各為自我強化型(self-enhance)、自嘲型(self-defeating)、攻擊型(aggressive)與社交
型(affiliative)；此分類方式除了能充分了解其分類的依據，且幾乎將所有幽默的類型
涵蓋，故本研究採用此幽默分類。其中，自我強化型為強調內心歷程之調適，但領導

行為必須要被知覺才能發揮其影響力(Deluga & Souza 1991)，此外，由於華人強調人
際互動關係(Earley, 1997)，認為攻擊型幽默較不會展現於領導行為，因此自我強化型
與攻擊型幽默將不予以探討。 

(二)、團隊多元化與團隊創造力 

許多研究團隊多元化學者對於團隊多元化內容抱持不同的看法，Milliken 和
Martins（1996）將多元化區分為兩構面，分別為易被觀察的特質如種族、國籍、年齡
或性別等，與不易觀察的潛在特質，如技術能力、職務背景或價值觀等；Susan 和
Linda(2004)的研究中，將團隊多元化分成表層多元化(surface-level diversity)與深層多
元化(deep-level diversity)兩構面探討，其中表層多元化主要衡量團隊成員的性別、種
族、職能背景或年資的異質程度，深層多元化主要測量團隊成員的時間急迫性與外向

性的分散程度；Horwitz(2005)將團隊多元化分為工作相關多元化(如教育、專業與年資
等)與人口統計變項多元化(如性別、年齡與種族等)；Jehn, Northcraft 與 Neale (1999)
的研究中，將團隊多元化分為三種構面，分別為社會屬性多元化、資訊多元化與價值

觀多元化；其中，社會屬性多元化為人口統計變項，如種族、性別；資訊多元化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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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的教育背景或專業知識等；價值觀多元化代表團隊成員對團隊目標或價值觀

一致的程度。 

然而依 Tajfel(1971)社會類化理論(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ory)強調在進行社會比較
時，會進行自我類化的過程(self categorization)，意味人們會以比較的方式，依照彼此
間某些相同或相異的特徵，如種族、年齡或性別等，進而將自己與他人作歸類，此時

個人的自我觀念將逐漸減弱；歸類後根據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個體將
自己定位為某群體的一份子，將自己歸類為圈內人(in-group)，此時對於自己所屬的群
體會加以維護，並對自己所屬的群體產生正面看法，相對的，對於其它群體則發展負

面的看法(Turner, 1975)。因此，本研究認為，社會屬性多元化負向影響團隊創造力。 

根據認知過程理論(cognitive process theory)認為個體的認知基模差異，會造成個體
在解釋情境的不同；當成員間背景不同，將使成員間意見與觀點的歧異而引發所謂的

「意料外的事件」(surprise event)，此意料外事件將促使個體由自發性過程轉變為活耀
性過程。當需要創造性思考的情境時，活躍性過程的效能是優於自發性過程(Austin, 
1997)。決策理論(inform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theory)主張藉由群體成員的差異性，
透過多元化所帶來的技能、能力、資訊與知識的不同而對績效產生正面影響。因此本

研究認為，資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有正面影響。 

由 Byrne(1971)相似吸引理論(similarity-attraction)，可知當個體與其他團隊成員價
值觀相似時，因彼此容易相互吸引並建立好感，使成員間易形成較強凝聚力並互助合

作，且溝通亦較為順暢，不斷增強擴散性思考的可能，而強化團隊創造力；反之，則

對團隊創造力產生負面效果。國內黃家齊與蔡達人(2003)的實證研究與 Neale(1999)的
研究皆支持負向影響的論點。不過在 Rodriguez(1998)的研究卻發現價值觀較歧異的團
隊，其團隊的創造性與效能較高；可知，價值觀多元化的影響仍需進一步探討之。但

本研究根據相似吸引理論的觀點，認為價值觀多元化負面影響團隊創造力。因此本研

究認為，價值觀多元化負面影響團隊創造力。 

(三)、團隊領導者幽默類型干擾團隊多元化影響團隊創造力 

社交型幽默(affiliative humor)為追求人際關係，使用令人會心一笑的善意幽默內
容，因此，當團隊領導者使用社交型幽默時，從 Byrne(1992)「吸引力情感中心模式」
來看，正面印象為吸引力產生的第一步；依據 Levinger（1980）人際關係發展五階段
論，其第一階段的初始吸引提及，當個體展現出正面情緒反應時，他人將給予其正面

評價的人際印象，產生喜歡的感覺，進而形成人際吸引，能互相分享及溝通。 

高社會屬性多元化程度與價值觀多元化，提升團隊成員的人際間壓力，對團隊創

造力產生負面效果；然而社交型幽默於人際關係發展五階段論中(Levinger, 1980)，可
視為正面情緒反應，因此可推論，團隊領導者使用社交型幽默的情境下，藉由笑促進

團隊領導者與團隊成員的人際吸引，使團隊領導者成為最佳緩和衝突的中間人，緩和

團社會屬性與價值觀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之負向影響。資訊多元化所引起的不同想法 
(Jehn et al., 1999)，將藉由團隊領導者使用社交型幽默情境下，強化團隊上下之間運作
過程的溝通與分享，使團隊成員知覺到團隊在輕鬆的氛圍下運作，而輕鬆工作氛圍能

降低壓力，促進工作上的訊息傳遞(Duncan, 1982)，以有效整合多元背景的多樣化觀
點，進而增進團隊創造力。因此推論以下假設。 

H2：團隊領導者使用社交型幽默情境下，干擾團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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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1：高社交型幽默的情境下，緩和社會屬性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 

H2-2：高社交型幽默的情境下，強化資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正向影響 

H2-3：高社交型幽默的情境下，緩和價值觀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 

自嘲型幽默是一種特殊的幽默類型，雖然 Martin將之視為運用傷害性的幽默以調
整個體的內心狀態，似乎為一種負面類型的幽默；在西方個人主義的文化下，Zillman 
與 Stocking(1976)認為較隨性、不嚴謹拘束的人會使用自嘲型幽默，因此管理者使用
自嘲型幽默，可能危害或瓦解下屬對管理者的信心，認為管理者使用此類型幽默為一

種不稱職的表現，而產生負面效果， Decker(1991)的研究支持上述的論點，發現部屬
對於正面的幽默比自嘲型幽默有更好的回應；有時個體使用自嘲型幽默是為了獲得他

人的讚許，並為隱藏自己情緒的方法，但過度使用時反而造成反效果(Martin, 2003)；
但自嘲型幽默的效果並非絕對負面，當個體在社會具有高度聲望時，使用自嘲型幽默

反而對其評價有正向幫助(Decker, 1988)。 

過去關於自嘲型幽默的研究僅限於西方個人主義，當自嘲型幽默具有保留面子功

能時，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將對自嘲型幽默有不同的解讀，因保留面子是華人非常特殊

的文化價值觀，用以促進人際關係的合諧(Earley, 1997)，可使華人盡可能避免直接表
達反對的立場，維持人際關係的合諧狀態(Cocroft & Ting-Toomey, 1998)；此外，華人
會害怕因衝突的發生使令一方失去面子，因此華人通常以逃避或妥協的方式處理衝突

(Tse et al., 1996)。依據上述，Tjosvold等(2004)推論，當有共同的合作目標又能保有對
立雙方的面子下，便能無後顧之憂的討論主題，即使面對衝突時也能不迴避，反而能

以更開放的心態(open-minded)面對衝突，從對立方所提出的意見深入探討，並同意對
立意見中實用的觀點，使雙方能努力整合彼此觀點；相反的，若缺乏合作性目標且無

法保有雙方的面子下，衝突將變成零合遊戲(Tjosvold, 1974)，形成為了否定他人的觀
點而否定的情境。 

依據上述可推論，團隊領導者使用自嘲型幽默的情境下，能保留對立雙方的面子，

化解社會屬性與價值觀多元化所造成的立場差異，亦可使團隊領導者帶領團隊成員以

更開放的心態學習各種不同專業背景的觀點所提出的意見，從中找到適合與實用的想

法，整合各方實用論點，以激發出更具創意的想法(Tjosvold, 2004)。依上述推論提出
假設。 

H3：團隊領導者使用自嘲型幽默情境下，干擾團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之影響 

H3-1：高自嘲型幽默的情境下，緩和社會屬性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 

H3-2：高自嘲型幽默的情境下，強化資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正向影響 

H3-3：高自嘲型幽默的情境下，緩和價值觀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 

 

三、研究方法 
依據前述文獻探討的理論基礎，本研究建立之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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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為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之研究，樣本團隊是以著重創造力之團隊，廣告業

本身為需要創造力的行業，因此本研究從近五年時報廣告金像獎業者，發放 152個團
隊作為研究樣本，並以一位團隊領導者與三位團隊成員進行配對樣本進行施測；問卷

結構中價值觀多元化、團隊創造力與領導者幽默類型由團隊領導者填答，社會屬性多

元化、資訊多元化與價值觀多元化則由團隊成員填寫，因此為求有效樣本的回收，本

研究採取立意抽樣，先由研究者詢問配合意願始發放問卷。共計有效樣本為 75 個團
隊，共回收 75位團隊領導者與 225位團隊成員，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49.3%。 

 (二)、衡量工具 

量表皆引用國外學者所發展的為主，並根據文獻略做修改後，再請學術界與實務

界的專家學者對其提出建言，使其翻譯題項能降低中西文化差異的問題。修正後，本

研究量表均具良好的專家效度，各變項之量表依序說明之。 

1、團隊多元化：團隊多元化為採用 Jehn 等學者(1999)所發展出的團隊多元化三
構面量表：社會多元化與資訊多元化則是採用 Teachman (1980) 所建議的指標，價值
觀多元化以 Jehn 等學者(1999)所發展之價值觀多元化量表，量表共計 6 題，為 Likert
五點量表，由團隊領導者與成員共同填答，Cronbachα達.93的水準，CFI與 GFI值均
在.90 以上，為信效度良好量表， rwg 值介於為.75 至.95 之間，顯示團隊成員作答具
有一致性；ICC(1)為.51、ICC(2)為.75，表示適合使用加總平均的方式將個人資料處理
為團隊層次資料(James, 1982) 

2、團隊創造力：採用 Pamela, Steven與 George(1999)所發展之量表，衡量尺度為
Likert 六點尺度，共計 7 題，由團隊領導者填答，分數越高代表團隊創造力愈高。
Cronbachα達.90的水準，CFI與 GFI值分別為均在.96與.88，為信效度良好之量表。 

3、幽默類型：Martin等學者(2003)參考之前相關的幽默量表，發展出幽默類型問
卷，以 Likert五點尺度計分法，由團隊領導者填答，Cronbachα值為.80，並透過驗證
性因素分析後，CFI與 GFI分別為.92與.80，為信效度良好之量表。 

5、控制變項：藉由相關文獻探討發現，將團隊人數與團隊年資做為控制變項 
(Pelled, Eisenhardt & Xin, 1999 ; Woodman , 1993) 

團隊多元化 

社會多元化 

資訊多元化 

價值多元化 

團隊創造力 

幽默類型 

社交型 

自嘲型 

H2~H3 
H1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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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檢視量表信效度，以及敘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了解變項

之間關係，再以迴歸係數比較法驗證自嘲型與社交型幽默影響團隊創造力之比較效

果，運用二階階層迴歸驗證假干擾假設。 

 

四、研究結果 
表 4-2 為相關係數矩陣。結果顯示，資訊多元化與價值觀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

相關係分別為-.14、-.32、-0.80，除社會多元化外，皆有顯著的相關性。在幽默類型與
團隊創造力方面，社交型與自嘲型幽默對團隊創造力有.44與.69的顯著相關。團隊幽
默感與團隊創造力則有.76 的顯著相關。控制變項方面，團隊人數與團隊年資對團隊
創造力分別有-.33 與-.27 的顯著相關，可知，此兩變項需被控制，以避免影響研究結
果。假設驗證前，先進行共線性診斷，VIF值均小於 10，表示共線性問題趨緩，故本
研究資料適合進行後續的多元迴歸分析。爲驗證研究假設，本研究資料分析方法為迴

歸係數比較法與二階階層迴歸。  

表 1 研究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分析 
 Χ  Sd 1 2 3 4 5 6 7 8 

團 隊 人 數 6.3 2.32         
團 隊 年 資 7.5 6.4 .28**        
社 會 多 元 .32 .13 -.07**  .17**       
資 訊 多 元 .06 .02 .09** .06** .04      
價 值 多 元 2.10 .47 .23** .11** .10  .26**     
社交型幽默 3.68 .45 -.17** .08** .22 -.32** -.44**    
自嘲型幽默 3.45 .49 -.34** -.18** .04 -.32** -.59**  .45**   
團隊幽默感 2.94 .29 -.30** -.06** -.12  .14** -.77**  .35**  .53**  
團隊創造力 4.78 .66 -.33** -.27* -.14 -.32** -.80**  .44**  .69**  .76** 

 
註：*p<.05  **p<.01  (N=75)  

 (一)、社交型幽默對團隊多元化與團隊創造力關係之干擾效果 

表 4中模式 1可知，團隊人數與團隊年資皆達顯著水準，因此團隊人數與團隊年
資須放入第一階，視為控制變項；並由模式 2，社會屬性多元化達顯著水準，表示負
向影響團隊創造力(β=-.24, p<.05)；模式 3的結果中發現，社會屬性多元化與社交型幽
默對團隊創造之關係式中，加入社會屬性多元化與社交型幽默之交乘項，交乘項之 β
值(β=.44, p>.1)並無達到顯著水準，可知 H2-1不成立。 

在模式 5中，資訊多元化係數雖為負值，但並無達顯著水準(β=-.16,p>.1)，因此資
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影響未知；而在模式 6的結果中可以發現，在資訊多元化與社
交型幽默對團隊創造之關係式中，加入資訊多元化與社交型幽默之交乘項，交乘項之

β 值中達到顯著水準(β=.53, p<.01)，因此干擾假設成立，但進一步繪圖方知社交型幽
默如何干擾資訊多元化影響團隊創造力。以社交型幽默中高於平均數以上一個標準差

為高分組，低於社交型幽默的平均數以下一個標準差為低分組，繪出干擾作用圖 2；
由圖可知，當高社交型幽默情境下，緩和資訊多元化負向影響團隊創造力。 

由模式 8，價值觀多元化達顯著水準，表示負向影響團隊創造力(β=-.69,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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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9的結果中可以發現，在價值觀多元化與社交型幽默對團隊創造之關係式中，加
入價值觀多元化與社交型幽默之交乘項後，交乘項之 β 值中無達到顯著水準(β=.71, 
p>.05)，故 H2-3不成立。 

 表 2 團隊多元化與社交型幽默之二階階層迴歸分析 
 團隊創造力 團隊創造力 團隊創造力 

模式 (1) (2) (3) (4) (5) (6) (7) (8) (9) 

團隊人數 -.27* -.19+ -.19+ -.27* -.17+  -.11 -.27* -.11 -.11 

團隊年資 -.21+ -.24* -.24* -.21+ -.26*  -.17+ -.21+ -.15* -.13* 

社會多元  -.21* -.33  -     

資訊多元     -.16 -.11    

價值多元        -.69** -1.48** 

社交型幽默  .48* .44+   .38** .13  .13+ -.31 

社會*社交     .14       

資訊*社交       .53**    

價值*社交         .71 △R2  .22 .01  .20 .19     .54 .01 
R2 .15 .37 .38 .15 .35 .54 .15    .69 .70 

註：+p＜0.1  *p＜0.05  **p＜0.01  表 中 β 數 值 為 標 準 化 後 的 β 數 值 
 

(二)、自嘲型幽默對團隊多元化與團隊創造力關係之干擾效果 

表 5中模式 1可知，團隊人數與團隊年資皆達顯著水準，因此團隊人數與團隊年
資須放入第一階，視為控制變項；由模式 2可知，社會屬性多元化達顯著水準，表示
負向影響團隊創造力(β=-.14, p<.1)；模式 3 的結果中發現，社會屬性多元化與社交型
幽默對團隊創造之關係式中，加入社會屬性多元化與社交型幽默之交乘項，交乘項之

β值(β=.51, p>.1)並無達到顯著水準，可知 H2-1不成立。模式 3的結果中發現，在社會
屬性多元化與社交型幽默對團隊創造之關係式中，加入社會屬性多元化與自嘲型幽默

之交乘項，交乘項之 β值(β=.51, p>.05)中並無達到顯著水準，可知，自嘲型幽默對於
社會屬性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之影響，並無干擾效果存在，故 H3-1不成立。 

在模式 5中，資訊多元化係數雖為負值，但並無達顯著水準(β=-.11,p>.1)，因此資
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影響未知；而在模式 6的結果中可以發現，在資訊多元化與社
交型幽默對團隊創造之關係式中，加入資訊多元化與社交型幽默之交乘項，交乘項之

β 值中達到顯著水準(β=.47, p<.01)，因此干擾假設成立，惟需進一步繪圖方知自嘲型
幽默如何干擾資訊多元化影響團隊創造力。以自嘲型幽默中高於平均數以上一個標準

差為高分組，低於自嘲型幽默的平均數以下一個標準差為低分組，繪出干擾作用圖 2；
由圖可知，當高自嘲型幽默情境下，將緩和資訊多元化負向影響團隊創造力。 

並由模式 8，價值觀多元化達顯著水準，表示負向影響團隊創造力(β=-.59, p<.01)；
模式 9的結果中可以發現，在價值觀多元化與社交型幽默對團隊創造之關係式中，加
入價值觀多元化與社交型幽默之交乘項後，交乘項之 β 值中無達到顯著水準(β=.41, 
p>.1)，故 H2-3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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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團隊多元化與自嘲型幽默之二階階層迴歸分析 
 團隊創造力 團隊創造力 團隊創造力 

模式 (1) (2) (3) (4) (5) (6) (7) (8) (9) 

團隊人數 -.27* -.08 -.08 -.27* -.06+ -.04 -.27* -.06 -.06 

團隊年資 -.21+ -.13 -.12 -.21+ -.16* -.10+ -.21+ -.12* -.11* 

社會多元   -.14+ -.61       

資訊多元     -.11 -.07    

價值多元        -.59** -.79** 

自嘲型幽默   .64**  .48*  .60**   .32**  .30+ -.04 

社會*自嘲   .51       

資訊*自嘲      .47**    

價值*自嘲         .41 △R2  .37 .01  .37 .12  .58 .01 
R2 .15 .52 .53 .15 .52 .64 .15 .73 .74 

註：+p＜0.1  *p＜0.05  **p＜0.01  表 中 β 數 值 為 標 準 化 後 的 β 數 值 

 
 
 
 
 
 
 
 
         

  
 

 

 
 
 

五、結論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經過資料回收後，分別以多元迴歸之係數比較迴歸與階層迴歸進行探討，

經研究結果分析討論後，將本研究之主要發現、研究結論與建議說明如下。 

團隊領導者使用社交型與自嘲型幽默緩和資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

此研究結果與假設恰好相對立，資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可由資訊超載

觀點(information overload)解釋 (Edmunds, Angela, & Morris, 2000)，意指在資訊尋求的
過程中，因無法處理過多的資訊內容，並須趕在期限前交出符合顧客滿意的設計案，

使得無法負荷過多的資訊量，影響決策品質(Hahn, Minhi, Robert & Young, 1992)，使得
資訊多元負向影響團隊創造力；此研究結果與 Smith, Olian, Sims, O’Bannon 與 
Scully(1994)研究結果類似。 

由交互作用圖可知，團隊領導者使用社交型幽默，將能以幽默方式，使團隊成員

0 

 

圖 2 二階交互作用圖 

低資訊多元 高資訊多元

低自嘲型幽默 

高自嘲型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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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在輕鬆的氛圍下運作，而輕鬆工作氛圍能降低壓力，促進工作上的訊息傳遞

(Duncan, 1982)，以有效整合多元背景的多樣化觀點，以增進團隊創造力。此外，當團
隊領導者自嘲型幽默愈高時，資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方面，將藉由解決

對立雙方的面子問題，即使面對衝突時能以更開放的心態(open-minded)面對，同意對
立意見中實用的觀點，使雙方能有效篩選多元的資訊觀點，整合各方實用論點(Tjosvold, 
2004)，以緩和資訊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 

研究亦發現，社交型幽默與自嘲型幽默干擾社會屬性與價值觀多元化對團隊創造

力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並無干擾效果的存在，原因可由幽默的認知理論解釋。Wyer 
與 Collins (1992) 提出「理解－推敲」理論包括了行為及社會脈絡，當個體接收到幽
默訊息之後，會以本身的基模或經驗來解釋，當既有的基模或經驗無法提供合理解釋

時，就會產生失諧的狀態，Suls (1972)認為失諧狀態並不足以產生幽默，失諧本身只
會令人感到困惑，需進一步將失諧的情況被解除或理解(許峻豪與鄭谷苑，2005)。由
於社會屬性與價值觀的多元化，可能使團隊領導者的幽默，無法讓團隊成員經歷失諧

解困的歷程，換言之，因為背景與觀念的差異，使領導者的幽默無法取得團隊成員之

間的共鳴，因此無法有效緩和社會屬性與價值觀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 

 (二)、管理意涵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提出以下幾點管理意涵。一、培養幽默感：由許多文獻可知，

團隊多元化有如雙面刃，並非絕對正面(Jackson et al., 1991)，本研究亦顯示廣告設計
團隊的多元化，反而造成團隊創造力的負面影響，因此妥善運用其他管理方法，始能

對團隊創造力有所挹注。由研究結果得知，團隊領導者有效運用幽默能夠緩和資訊多

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因此，工作場合中的幽默能夠促進溝通、提升成員的

希望與強化團隊凝聚力(Alexander, Randolph, David, & Nathan, 2003; David & Clark, 
2003)，使團隊成員有更多時間能夠相處(Szabo,2003)，減少團隊建立時需要形成期、
暴風雨期的時間，能快速因應成員組成的改變，在期限內完成具有創造力的設計案；

因此，團隊領導者應培養團隊幽默感，以提升團隊創造力。 

二、拉近團隊領導者與團隊成員之距離：由本研究之研究結論，團隊領導者幽默

類型干擾社會屬性多元化與價值觀多元化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不成立，但團隊幽

默感卻能緩和團隊多元化各構面對團隊創造力的負向影響，可能原因為背景與觀念的

差異，使團隊領導者的幽默無法取得團隊成員之間的共鳴(Wyer & Collins, 1992)，然
而團隊成員相處時間較長，較瞭解成員彼此間之特性，容易讓彼此的幽默取得的共鳴，

將失諧的情況被解除或理解。因此，團隊領導者需思考如何拉近與團隊成員間的距離，

容許工作中的幽默行為，使團隊領導者的幽默更能使成員瞭解，容易鼓勵與激發團隊

成員開放新奇的點子 

三、原住民族善用幽默感於職場領域：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幽默感能夠幫助團隊

運作，可推想幽默感於職場領域的運用上亦有一定程度的注意，因此，原住民族若能

善加利用幽默感的天賦於職場領域中，必能展現有利於職場領域內的社會化與人際互

動關係，進一步提升本身的績效。因此，原住民族的幽默感運用於職場領域，使漢人

更能了解原住民族之優點。 

(三)、後續研究建議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後續研究建議。一、原住民族幽默感多為一般



幽默感、多元化影響團隊創造力之探討 
 

2-5-11 

人認同，但仍處於概念上的討論，在學理上的實證研究仍較缺乏，後續研究可朝向原

住民族與幽默感的相關實證研究，此外，過去關於原民族的相關研究，大部分著重於

社會學、傳播學與教育領域等居多，但在管理領域上的議題較為缺乏，望此拙著能夠

引發原住民族在管理領域上相關議題，探討原住民族不僅在演藝、創作與運動領域方

面有卓越成就，更能進一步能延伸至管理領域上，論述原住民的幽默感特質對於企業

營運上亦有相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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